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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
一个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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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 OFDI对 GTFP提升是否具有驱动作用，通过何种路径驱动及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等问题亟
待厘清。首先系统阐述了 OFDI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两大中介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然后
构造了包含两个独立中介的中介模型，最后采用 2008—2016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测度。研究结果
表明: 在全国层面，OFDI分别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两大路径显著促进了 GTFP 的提升，其中，产业结
构优化中介效应小于技术进步中介效应。在区域层面，OFDI提升 GTFP的路径则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
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OFDI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中介效应提高 GTFP，东部地区直接效应不显著，中部地区直接效
应大于中介效应。西部地区 OFDI主要通过完全中介效应化提升 GTFP。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加大 OFDI输出量，充分发挥其中介效应; 精确研判区域差异，因区施策; 优化和完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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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式向

集约式转变，因此，经济转型升级是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工业绿色转型依赖于绿色技术进步［1］，是
国家经济转型的方向。其中，对外直接投资( OFDI) 能够提高工业绿色创新效率［2 3］，是实现工业绿色

转型的重要手段。早在 21 世纪初，我国通过制定“十五”计划，启动“走出去”战略，开始鼓励和支持
具备比较优势的企业对外投资。据《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8 年，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流量为 1 430. 4 亿美元，列居世界第二位。在理论和实证层面，OFDI和国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关系问题引起学界广泛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政府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张“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
山”。OFDI能否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多重中介效应，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另外，由于
不同地区的 OFDI输出量、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存在差别，总体中介效应、特定中介效应和对比中介效
应是否存在区域差异? 上述问题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创新: 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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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 OFDI通过多重中介效应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路径; 二是
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对 OFDI引发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多重中介效应进行了分区域测度。
二、文献综述
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一直是学界和决策层重点关注的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基于短

期静态和长期动态的不同视角，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有利、不利、不确定影响这三种争
论。“有利说”强调 OFDI通过技术溢出、产业结构优化提高了母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周力和庞辰晨［4］强
调 OFDI通过优化母国产业结构和逆向技术溢出降低了母国的资源消耗及污染排放。叶娇和赵云鹏［5］

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正向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韩玉军和王丽［6］利用动
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每增加 1%，能源利用效率就上升 0. 06%。从长期来看，
OFDI对国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且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2 3］。Piper et al．［7］研究发现
新兴经济体的企业管理者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学习和吸收国际先进知识及技术，显著提高了子公司的创

新绩效。龚新蜀等［8］认为中国 OFDI通过结构轻化、规模经济、资源配置三种集聚效应显著促进了工业
绿色创新效率。Driffield et al．［9］指出无论是技术寻求型 OFDI还是效率寻求型 OFDI，都能促进母国全要
素生产率的增长。Herzer［10］研究发现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Yang et al．［11］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对外投资活动正向促进了该地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部分学者
指出中国 O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明显的区域差异。国内学者李梅和柳士昌［12］

采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OFDI技术溢出呈现出明显地区差异。东部地区逆向技术溢出效
应明显。不同行业和地区的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另外，我国 OFDI 存在显著的学习
效应。朱文涛等［13］采用 2003—2015年中国 29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OFDI 逆向技术溢出能够
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王恕立等［14］利用中国 2004—2013 年省际
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OFDI显著提升了我国总体和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然而，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不利说”指出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Bitzer and Kerekes［15］指

出国家平均对外投资存量与生产率负相关。“不确定说”认为 OFDI 并不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因此，无
法提高母国全要素生产率。OFDI渠道溢出的国际研发资本无助于国内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16 17］，甚至

阻碍了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18］。Vahter and Masso［19］从产业和企业两层面发现 OFDI不存在明
显的技术溢出。
目前，鲜有文献清晰刻画出 OFDI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路径。以上既有研究给本文

以启发，OFDI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到底是怎样的? 以此为基础，本文以技术进步
和产业结构优化作为中介变量，利用多重中介模型厘清和测度 OFDI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
径、效应大小及区域差异，对 OFDI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再探讨。
三、传导机制与研究假设
( 一) 传导机制之一: OFDI→技术进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中国的 OFDI主要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顺梯度投资和对发达国家的逆梯度投资。中国逆梯度

OFDI具体分为资产追求型和市场追求型。前者以获得研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等稀缺资源为目的。
新兴工业化国家利用国际投资促使研发资金和技术人员流动，促进本国技术进步［20 21］。OFDI 通过改
变母国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构成、技术溢出影响母国的技术进步［22］。中国企业采用跨国并购或合作
设厂等方式，引进或获取发达国家的节能环保技术，提升自身的绿色技术水平。后者倒逼海外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以增强或保持其在东道国的竞争优势。海外市场的竞争效应传导到国内，使得国内企业
同样偏重技术进步投入，进而提高全行业技术进步水平［23］。市场竞争还淘汰低效率企业，利用“优胜
劣汰”提升全行业资源利用效率和技术水平［24］。东道国对节能环保的需求和绿色科技的追求，引导
企业提高环保管理能力和绿色技术水平［25］。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 1: OFDI通过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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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传导机制之二: OFDI→产业结构优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伴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全球化战略的不断深化，我国通过顺梯度投资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

高新兴产业占比，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了国内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中国顺梯度 OFDI 具体分为
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对外投资对象是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通过资源寻求型 OF-
DI方式，将“三高一低”工业企业转移到具备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劣势的“边际
产业”转移后，有利于集中资源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的新兴产业［26］。相对落后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
后，国内工业结构中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下降，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上升［27］，优化

了产业结构。顺梯度 OFDI将低端生产环节转移后，把释放的生产要素投入到研发设计等环节，有效
提升了工业企业的创新水平［28］。例如，华为、小米将核心研发机构保留在国内，利用东南亚廉价劳动
力完成组装环节，推动了国内工业绿色转型。龚新蜀等［8］指出中国工业利用 OFDI将低附加值环节转
移到国外，能够集聚资源并利用集约生产优势，向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带动国内工业绿色

经济效率提升。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图 1 OFDI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路径

假设 2: OFDI 通过产业结构
优化中介效应驱动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即 OFDI 通过产业转
移、培育新兴产业等方式，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减少污染等非期望产

出，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综合上述分析，OFDI 可通过

技术进步( 途径 1) 和产业结构优
化( 途径 2) 两种途径来共同促进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体

如图 1 所示。
四、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 一) 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假设，借鉴 Baron and Kenny［29］、柳士顺和凌文辁［30］、方杰等［31］的研究方法，图 2 的多重
中介模型刻画了 OFDI对绿色技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路径。

图 2 链式多重中介模型

在图 2 所示的多重中介模型中，Y代表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X代表 OFDI。M1 和 M2 是中介变量，分别代表

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在该模型中，存在三类中
介效应［30 31］: ( 1) 特定路径中介效应: a1b1、a2b2，两者分
别代表技术进步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的
大小。( 2) 总体中介效应: a1b1 + a2b2，即上述两种中介
效应大小之和。( 3) 对比中介效应: a1b1 － a2b2，反映上
述两种中介效应之间的差异。
另外，除了上述中介效应之外，OFDI对绿色技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存在直接作用，图中的 c 代

表直接效应。根据 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分析及多重中介模型，本文设定如下基本计
量模型，用于检验 OFDI对绿色技术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GTFPit = φ0 + φ1OFDIit + η3W + μi + bi + εit ( 1)
其中，GTFP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省份 i在第 t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OFDI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

示省份 i在第 t年的对外直接投资; W为控制变量，包含了独立于 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
影响的若干变量。μi 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变量个体固定效应; bi 为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固定效应，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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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已有研究和上述假设，OFDI可能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两大路径驱动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为检验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在 OFDI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本文借助多重中介模型，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Techit = β0 + β1OFDIit + ε1X' + μ'i + b'i + ε'it ( 2)
ISit = γ0 + γ1OFDIit + ε2X″ + μ″i + b″i + ε″it ( 3)
GTFPit = 0 + 1OFDIit + 2Techit + 3 ISit + ε3X + μi + bi + εit ( 4)
其中，Techit 和 ISit 为中介变量，表示省份 i在第 t年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式( 2) ～ ( 4) 列

出了 OFDI通过技术进步( Techit ) 和产业结构优化( ISit ) 两个中介变量、两条中介路径驱动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的回归方程。X'和 X″为控制变量，包含了独立于 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影
响的若干变量。μ'i和 μ″i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变量的个体固定效应; b'i和 b″i为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固定
效应。根据多重中介模型，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别为 β12、γ13 ; 总体中介效应为 β12 + γ13 ; 对比

中介效应分别为 β12 － γ13，直接效应为 1。结合式( 1) ～ ( 4) ，通过依次检验回归系数对多重中介
效应进行判定。因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自变量 OFDI间的相关关系，通常既存在直接效应，又存在
中介效应。若式( 1) 中系数 φ1 显著为正，则表明存在总体效应，该效应在理论上等于直接效应和中介

效应之和; 若式( 4) 中系数 1 显著，表明存在直接效应。若特定中介效应 β12 显著为正，表明在 OFDI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中技术进步起到正向中介作用; 同理，若 γ13 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

优化变量起到正向中介作用。在控制变量相同的条件下，上述两者之和为总体中介效应。
( 二) 变量处理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国内外学者关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并未达成统一的意见，一般

在投入产出效率模型中纳入资源环境变量予以计算［17］。借鉴杜龙政等［32］关于 GTFP 的测算方法，
本文选取投入变量为资本存量、劳动力、能源要素。鉴于基期和折旧率不同会导致永续盘存法估算
的资本存量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借鉴涂正革［33］、庞瑞芝和李鹏［34］的数据处理方法，采用平减后的
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资本的近似估计。劳动力投入指标采取当年年末的就业人数。各省每年能源
消费量，由每年消耗的八种能源( 煤炭、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 ，根据《综合
能耗计算通则》( GB /T 2589 2008 ) 能耗折算系数转换成统一单位进行加总得出，单位为“万 t 标
准煤”。产出变量分为期望产出变量与非期望产出变量。本文选用各省 GDP，并以 2000 年为基期
予以平减，表征期望产出变量。本文使用各省每年的碳( C) 排放量，刻画非期望产出。碳排放计算
公式如下:

CO2 = ∑
8

i = 1
CO2i =

∑
8

i = 1
Ei × NCVi × CEFi × COFi × 44

12 ( 5)

其中，NCV代表平均低位发热量，CEF 代表碳排放量，COF 代表氧化率。三类系数来源于《综合
能耗计算通则》( GB /T 2589 2008) 和《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发改办气候〔2011〕1041 号) 。
本文采用 DDF-GML方法测算各省份的 MI指数。假设基期 2000 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 1，则 2001
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于 1 乘以 2001 年的 MI 值，以此类推，计算出所有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使用软件 Ma × DEA 7. 0 进行数据测算。

2． 核心解释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OFDI) 。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历年公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

计公报》，其中，省级层面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两类数据。借鉴
聂名华和齐昊［35］的相关研究，同时考虑到流量统计口径、短期口径波动大和人口数量差异的问题，本
文采用人均对外投资存量衡量地区对外投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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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介变量
( 1) 技术进步( Tech) 。国内外学者通常用专利数、研发投入、Ｒ＆D 内部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36］等指标衡量技术进步。本文考虑到 OFDI 变量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研发投入上，
故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D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衡量技术进步。( 2) 产业结构
优化( IS) 。已有研究通常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率［37］、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与工业总
产值比重［38］、三产增加值［39］来衡量产业优化与升级。本文选取各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该地区 GDP
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优化。

4． 控制变量
考虑到众多微观和宏观变量是影响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本文设置

如下控制变量: ( 1) 开放程度( NX) : 各地区出口额占GDP比重。( 2) 研发人员( ＲDp) : 采用规模以上企
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3) 工业企业规模( Escale) : 规模以上企业平均资产。( 4) 工业企业国有化程度
( Degreeen) : 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占全部企业总资产比重。( 5) 地区基础设施状况
( Base) : 地区邮电业务总量占 GDP比重。( 6) 地区技术市场活跃程度( Temarker) :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
GDP比重。( 7) 投资力度( Fasset) : 各地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该地区 GDP 比重。( 8) 人均教育水平
( EDU) : 人口素质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人均教育水平计算公式①来衡量各地的人均受教
育水平。
由于方程( 1) ～ ( 4) 中被解释变量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并依据多重中介模型的内在

要求，式( 1) 和式( 4) 选取( 1) 、( 5) 、( 6) 作为控制变量，式( 2) 选取( 2) 、( 3) 、( 4) 、( 5) 作为控制变量，
式( 3) 选取( 2) 、( 3) 、( 5) 、( 7) 、( 8) 作为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对各模型进行估计。
五、描述性统计、计量结果及分析

表 1 变量统计指标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GTFP 270 0． 901 694 1 0． 166 278 3 0． 661 883 8 1． 401 36
OFDI 270 0． 015 447 4 0． 036 229 2 0． 000 051 9 0． 347 332 4
Tech 270 0． 011 430 8 0． 010 404 8 0． 003 106 2 0． 075 18
IS 270 0． 467 510 2 0． 081 212 6 0． 192 622 0． 590 454 3
NX 270 0． 298 179 7 0． 354 194 0． 032 146 9 1． 697 647
ＲDp 270 0． 001 03 0． 001 119 1 0． 000 017 3 0． 005 434 4
Escale 270 3． 161 587 2． 207 52 0． 604 440 3 12． 902 3

Degreeen 270 0． 583 644 0． 188 920 8 0． 172 908 7 0． 913 191 8
Base 270 0． 046 513 4 0． 025 475 4 0． 014 347 9 0． 118 990 1

Temarket 270 0． 010 581 9 0． 023 527 5 0． 000 185 7 0． 153 529 9
Fasset 270 0． 720 146 2 0． 247 225 8 0． 240 293 1 1． 612 535
EDU 270 8． 967 935 1． 121 423 6． 901 843 19． 748 55

( 一) 描述性统计

鉴于对外直接投资、科技创新
活动与企业规模相关，样本研究对

象主要为各省规模以上的工业企

业。受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区域工业统
计口径有所变化，因此，样本时间以

2008 年为初始年份。研究数据来源
于历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等，个别

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全。本文
以中国大陆的 30 个省级行政区为
样本②，采用 2008—2016 年的面板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样本数据主要
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
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各变量相关指标如表 1 所示。
本文运用 Stata12 统计软件，根据经济理论和 Hausman 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全国和东、

中、西部分区域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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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人均受教育水平 = 未受教育人口占比 × 0 +小学文化人口占比 × 6 +初中文化人口占比 × 9 +高中文化人口占比 × 12 +大学
专科及以上人口占比 × 16。
由于西藏自治区的数据不完整，且在 OFDI方面代表性不强，故本文的研究将西藏自治区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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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全国层面中介效应分析

表 2 全国层面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GTFP Tech IS GTFP

OFDI 0． 680＊＊＊ 0． 031 0＊＊＊ － 0． 236＊＊＊ 0． 466＊＊＊

( 0． 125) ( 0． 003 71) ( 0． 075 1) ( 0． 144)
NX 0． 193＊＊＊ － 0． 005 42＊＊＊ 0． 240＊＊＊

( 0． 043 0) ( 0． 001 34) ( 0． 045 7)
ＲDp 1． 180＊＊＊ － 16． 52＊＊＊

( 0． 244) ( 5． 323)
Escale 0． 000 926＊＊＊ － 0． 005 80＊＊

( 9． 77e － 05) ( 0． 002 57)
Degreeen 0． 004 70＊＊

( 0． 002 08)
Base － 0． 375＊＊＊ 0． 027 5＊＊＊ － 0． 512＊＊＊ － 0． 322＊＊＊

( 0． 110) ( 0． 004 96) ( 0． 109) ( 0． 109)
Temarket 2． 501＊＊＊ 2． 141＊＊＊

( 0． 526) ( 0． 535)
Fasset － 0． 087 2＊＊＊

( 0． 013 0)
edu － 0． 013 0＊＊＊

( 0． 002 81)
IS － 0． 156*

( 0． 081 5)
Tech 4． 244＊＊

( 2． 047)
Constant 0． 825＊＊＊ 0． 004 41＊＊＊ 0． 710＊＊＊ 0． 840＊＊＊

( 0． 018 2) ( 0． 001 56) ( 0． 027 6) ( 0． 054 6)
Observations 270 270 270 270
Ｒ-squared 0． 298 0． 789 0． 476 0． 331

Number of ID 30 30 30 3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
号内为对应的 t值; 数据由作者整理所得。

本文先从全国层面考察 OFDI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经济效

应，表 2 中回归( 1 ) ～ ( 4 ) 分别为对
应模型( 1) ～ ( 4 ) 的回归结果，回归
( 1) 中，OFDI 的系数为 0. 680，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 OFDI 显著
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

中，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情况，需要

根据先前给出的计算方法并结合表

2 中回归( 2) ～ ( 4) 的结果来分析。
1． 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用路径 1 表示“OFDI→技术进

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路径
2表示“OFDI→产业结构优化→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路径 1 看，
OFDI经由技术进步( Tech) 的中介效
应为 回 归 ( 2 ) 中 OFDI 的 系 数
( 0. 031) 与回归( 4 ) 中 Tech 的系数
( 4. 244) 的乘积①，该值为 0. 132，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 OFDI
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这一途径对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正向影响，

OFDI 每增加 100 万美元，通过该途
径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0. 132个百分点。从路径 2 看，OFDI
经由产业结构优化( IS) 的中介效应
为 0. 037②，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这意味着 OFDI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正

向影响，OFDI每增加 100万美元，通过该途径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0. 037个百分点。
2． 总体中介效应分析
将上述特定中介效应加总可得到总体中介效应为 0. 169 ( 0. 132 + 0. 037 ) ，且在 10%的水平上显

著。说明 OFDI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两条路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总体正向影响，OFDI
每增加 100 万美元，通过两个中介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0. 169 个百分点。

3． 对比中介效应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OFDI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两条路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的中介

效应分别为 0. 132和 0. 037，在总体中介效应中占比分别为 78%和 22%。路径 1的中介效应比路径 2 的
中介效应大 0. 095。对比可知，经由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中介效应要远低于通过技术进步产生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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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下文分区域回归中，OFDI经由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的计算步骤相同。
表 1回归( 3) 中 OFDI的系数( －0． 236) 与回归( 4) 中 IS的系数( －0． 156) 的乘积。下文分区域回归中，OFDI经由产业结构优化的

中介效应的计算步骤相同。



田洪刚，刘亚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 一个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效应。
4． 直接效应分析

表 3 东部地区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GTFP Tech IS GTFP

OFDI 0． 518＊＊＊ 0． 021 9＊＊＊ － 0． 299＊＊＊ 0． 314
( 0． 186) ( 0． 003 93) ( 0． 048 9) ( 0． 225)

NX 0． 142＊＊ － 0． 004 53＊＊＊ 0． 201＊＊＊

( 0． 069 9) ( 0． 001 64) ( 0． 074 1)
ＲDp 0． 632＊＊ － 19． 44＊＊＊

( 0． 280) ( 3． 617)
Escale 0． 001 49＊＊＊ 0． 000 253

( 0． 000 153) ( 0． 002 05)
Degreeen 0． 005 97

( 0． 004 29)
Base － 0． 468* 0． 013 4 － 0． 250＊＊ － 0． 245

( 0． 277) ( 0． 008 80) ( 0． 112) ( 0． 306)
Temarket 2． 794＊＊＊ 3． 051＊＊

( 0． 985) ( 1． 195)
Fasset － 0． 062 1＊＊＊

( 0． 016 8)
edu － 0． 015 7＊＊＊

( 0． 001 86)
IS － 0． 662＊＊

( 0． 262)
Tech 0． 775

( 4． 567)
Constant 0． 811＊＊＊ 0． 009 48＊＊＊ 0． 686＊＊＊ 1． 047＊＊＊

( 0． 058 8) ( 0． 002 39) ( 0． 023 3) ( 0． 164)
Observations 99 99 99 99
Ｒ-squared 0． 270 0． 923 0． 800 0． 336

Number of ID 11 11 11 1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
号内为对应的 t值; 数据由作者整理所得。

回归 ( 4 ) 中 OFDI 的系数为
0. 466，反映了 OFDI 对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的直接效应，表明 OFDI
每增加 100 万美元，将直接促进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0. 466 个百分
点。对于全国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而言，OFDI 的直接效应要
大于中介效应。直接效应还可以通
过回归( 1 ) 中 OFDI 的系数( 0. 680，
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
响的总效应) 减去刚得到的总体中

介效应( 0. 169) 的值来估算，结果为
0. 511，该值与回归( 4 ) 中的 0. 466
差异不大，差异主要是由扰动项及

控制变量选择误差导致。这说明除
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两条
路径产生的正向中介效应，OFDI 也
会对绿色全要素产生直接效应。
以上中介效应在全国层面上验

证了 OFDI 可以经由技术进步、产业
结构优化两大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其中，产业结构优化这

一中介效应尤其显著。剔除以上两
种中介效应后，OFDI 本身对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直接促进作用仍

十分明显。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和产业结构不同、环境污染情况
及 OFDI输出量都有所差异，因此，有
必要分区域①考察 OFDI 对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
( 三) 分区域中介效应分析

表 3 至表 5 分别给出了东、中、西部分区域的中介模型回归结果，下面将分别予以分析。
1． 东部地区中介效应分析
表 3 给出了以东部地区 11 个省市为样本的回归结果，从回归( 1) 可以看出，东部地区 OFDI 的回

归系数为 0. 518，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 OFDI对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从系数大小可以看出其作用程度小于全国水平。结合多重中介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分析东部
地区的中介效应情况。
从数值上看，第一条路径，OFDI 经由技术进步( Tech) 的中介效应为 0. 017 ( 0. 021 9 × 0. 775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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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行政区域划分，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广西、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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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计上不显著; 第二条路径，OFDI 由产业结构优化( IS ) 的中介效应为 0. 198 ( ( － 0. 299 ) ×
( － 0. 662) ) ，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 OFDI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产生正向影响，OFDI每增加 100 万美元，通过该途径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0. 198 个百分
点。从回归结果来看，虽然 OFDI对中介变量技术进步的作用系数都不显著，但从回归( 2 ) 中可以看
出，OFDI能够显著促进技术进步，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回归( 4) 中 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系数为 0. 314，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 OFDI与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正相关，但通过除产业结构优化外的其他途径并没有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对于上述结果，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是改革开放先行区，积极参与并融入全球化竞争，主要
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2． 中部地区中介效应分析
表 4 中部地区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GTFP Tech IS GTFP

OFDI 5． 894＊＊＊ － 0． 027 9 － 7． 765＊＊＊ 9． 033＊＊＊

( 1． 209) ( 0． 041 2) ( 2． 009) ( 1． 235)
NX 0． 538＊＊＊ － 0． 021 3＊＊＊ 0． 369＊＊＊

( 0． 129) ( 0． 003 94) ( 0． 119)
Degreeen － 0． 001 52

( 0． 003 12)
ＲDp 2． 821＊＊＊ 47． 28

( 0． 785) ( 32． 78)
Escale 0． 000 571＊＊＊ － 0． 025 6＊＊＊

( 0． 000 135) ( 0． 009 55)
Base 0． 020 0 0． 038 9＊＊＊ － 0． 728* 0． 303*

( 0． 170) ( 0． 005 90) ( 0． 369) ( 0． 162)
Temarket 3． 593＊＊＊ 3． 629＊＊＊

( 0． 880) ( 0． 761)
Fasset － 0． 090 7

( 0． 060 8)
edu 0． 047 4＊＊

( 0． 021 6)
IS 0． 230＊＊＊

( 0． 071 9)
Tech － 7． 968＊＊

( 3． 382)
Constant 0． 727＊＊＊ 0． 007 13＊＊ 0． 231 0． 678＊＊＊

( 0． 022 2) ( 0． 002 79) ( 0． 181) ( 0． 057 7)
Observations 72 72 72 72
Ｒ-squared 0． 608 0． 660 0． 666 0． 719

Number of ID 8 8 8 8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
号内为对应的 t值; 数据由作者整理所得。

表 4 给出了中部地区 9 个省份
样本的回归结果，从回归( 1) 可以看
出，中部地区 OFDI 的回归系数为
5. 894，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
中部地区 OFDI 显著促进了本区域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作用

程度超过全国水平。结合多重中介
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分析中部地区

的中介效应情况。
第一，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

析。从路径 1 看，OFDI 经由技术进
步 ( Tech ) 的 中 介 效 应 为 0. 222
( ( －0. 027 9) × ( － 7. 968) ) ，但在统
计上不显著，说明中部省份 OFDI 通
过激励企业加大研发强度提升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明显。从路
径 2 看，OFDI 经由产业结构优化
( IS) 的中介效应为1. 786( ( －7. 765)
× ( － 0. 23) ) ，且在 1%的水平上显
著，表明 OFDI 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这一路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

生正向影响。
第二，总体中介效应分析。将

上述特定中介效应加总可得到总体

中介效应为 2. 008( 0. 222 + 1. 786) 。
由于技术进步中介效应不显著，导

致总体中介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
第三，直接效应分析。回归( 4)

中 OFDI 的系数为 9. 033，反映了
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直接效应，OFDI每增加 100 万美元，将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 9. 033 个百分点。对于中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说，OFDI 的直接效应要远大于中介
效应。直接效应还可以通过回归( 1) 中 OFDI 的系数( 5. 894，OFDI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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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效应) 减去刚得到的总体中介效应( 2. 008 ) 的值来估算，结果为 3. 886，该值与回归( 4 ) 中的 9. 003
差异较大，差异主要是由扰动项、控制变量选择误差及技术进步中介变量不显著导致。这说明除经由
产业结构优化路径产生的正向中介效应，OFDI也会对绿色全要素产生直接效应。
以上对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就中部地区而言，OFDI 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中介效应明显。剔除以上两种中介效应后，OFDI本身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直接效应
十分显著。对于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中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存在大量的“三高一低”产业，而地
方政府能够调整产业结构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解决资源开发过度和环境保护的问题。

3． 西部地区中介效用分析
表 5 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GTFP Tech IS GTFP

renOFDI S2． 041＊＊＊ 0． 079 8＊＊＊ － 2． 336＊＊＊ 0． 493
( 0． 570) ( 0． 027 9) ( 0． 639) ( 0． 650)

NX 0． 387＊＊＊ － 0． 007 25＊＊＊ 0． 438＊＊＊

( 0． 065 3) ( 0． 002 48) ( 0． 062 8)
ＲDp 4． 732＊＊＊ － 120． 7＊＊＊

( 1． 575) ( 36． 82)
Escale 0． 000 226 0． 000 592

( 0． 000 153) ( 0． 003 91)
Degreeen 0． 006 10*

( 0． 003 65)
Base － 0． 190 0． 018 3＊＊＊ － 0． 216 － 0． 270＊＊

( 0． 118) ( 0． 006 63) ( 0． 160) ( 0． 110)
Temarket 0． 804 0． 798

( 0． 624) ( 0． 602)
Fasset － 0． 082 4＊＊＊

( 0． 017 7)
edu 0． 040 0＊＊＊

( 0． 011 8)
IS － 0． 217*

( 0． 111)
Tech 7． 481＊＊＊

( 2． 811)
Constant 0． 856＊＊＊ 0． 001 23 0． 274＊＊＊ 0． 899＊＊＊

( 0． 012 7) ( 0． 002 89) ( 0． 097 6) ( 0． 070 6)
Observations 99 99 99 99
Ｒ － squared 0． 462 0． 383 0． 548 0． 555
Number of ID 11 11 11 1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
号内为对应的 t值; 数据由作者整理所得。

表 5 给出了西部地区 9 个省份
样本的回归结果，从回归( 1) 可以看
出，西部地区 OFDI 的回归系数为
2. 041，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西
部 OFDI显著促进了本区域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作用程度低

于全国水平。基于表 4 并结合多重
中介模型可以分析西部地区的中介

效应情况。
第一，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

析。从路径 1 看，OFDI 经由技术进
步( Tech) 的中介效应为回归( 2 ) 中
OFDI的系数( 0. 079 8) 与回归( 4) 中
Tech的系数( 7. 481) 的乘积，该值为
0. 597，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
味着 OFDI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这一途
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了

正向影响，OFDI 每增加 100 万美元，
通过该途径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 0. 597 个百分点。从路径 2
看，OFDI经由产业结构优化( IS) 的
中介效应为 0. 507，且在 1%水平上
显著。这意味着 OFDI通过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产生正向影响，OFDI 每增加 100 万
美元，通过该途径会促进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 0. 037个百分点。
第二，总体中介效应分析。将上

述特定中介效应加总可得到总体中

介效应为 1. 104( 0. 597 +0. 507)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 OFDI 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两条
路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总体正向影响，OFDI每增加 100万美元，通过两个中介促进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 1. 104个百分点。
第三，对比中介效应分析。前文分析表明，OFDI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两条路径对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的中介效应分别为 0. 597 和 0. 507，在总体中介效应中占比分别为 54%和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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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 1 的中介效应比路径 2 的中介效应大 0. 09。对比可知，经由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中介效应要低
于通过技术进步产生的中介效应。
第四，直接效应分析。回归( 4) 中 OFDI的系数为 0. 493，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 OFDI 与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正相关，但通过除产业结构优化外的其他途径并没有显著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
以上对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就西部地区而言，OFDI 经由技术进步和宏观调控产业结构能

够十分显著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此外，OFDI本身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直接效应
并不明显。对于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生产要素禀赋相对匮乏，具有相对较多的生态功能
区，政府 OFDI主要在于获取先进技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该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表 6 全国和分区域中介效应汇总结果

全国层面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特定路径 路径 1 0． 132＊＊ 0． 017 0． 222 0． 597＊＊＊

中介效应 路径 2 0． 037* 0． 198＊＊ 1． 786＊＊＊ 0． 507*

总体中介效应 0． 680＊＊＊ 0． 518＊＊＊ 5． 894＊＊＊ 2． 041＊＊＊

直接效应 0． 466＊＊＊ 0． 314 9． 033＊＊＊ 0． 493
对比中介效应 ( 1) ＞ ( 2) ( 2) ＞ ( 1) ( 2) ＞ ( 1) ( 1) ＞ ( 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数据由作者整理所得。

综上所述，全国和分区域中介

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 如表 6 所
示) 。从全国层面看，OFDI 经由两
大路径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中介效应强度由高到低

依次为路径 1、路径 2。从东部地
区看，各省份 OFDI 主要通过产业
结构中介效应促进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而直接效应不显著。从中部
地区看，各省份 OFDI亦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中介效应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直接效应大于中介
效应。从西部地区看，OFDI主要通过完全中介效应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直接效应在统
计上不显著。具体结果如表 6 所示。
( 四) 内生性检验

依据已有研究和经济理论，OFDI、技术进步、二次产业占 GDP比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存在
内生关系，导致模型中 OFDI、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均可能内生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即前一期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使得 OFDI增加、研发强度增加、二次产业增加值占比降低，导致模型参数估计
不准确。为了解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加入工具变量，对( 1 ) ～ ( 4 ) 重新回
归估计，以提高估计效率和检验以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模型参数估计过程中，本文将 OFDI、技术
进步( Tech) 和产业结构( IS) 作为内生解释变量，其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并假设控制变量作为自身
IV式工具变量。OFDI通过技术进步( Tech) 和产业结构( IS) 两个中介，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只是数值大小和显著水平与正文回归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另外，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稳健性
检验结果与上回归结果类似( 如需具体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综上所述，本文对特定路径效应、
总体效应、直接效应和对比中介效应的测度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结论

针对 OFDI是否会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及通过何种路径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问
题，本文首先分析了 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两个假设，即 OF-
DI通过技术进步中介效应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OFDI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提升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根据假设，论文构造了包含两个独立中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的多重中介模型，在
OFDI、两个中介变量之外，加入开放程度、工业企业规模等控制变量，采用 2008—2016 年省际面板数
据，从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分区域对 OFDI 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测
度。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1． 从全国层面看，论文验证了 OFDI 通过两大中介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首先，
OFDI促进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技术进步中介效应值为 0. 132;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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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OFDI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又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中介
效应值为 0. 037; 最后，总体中介效应为 0. 680。

2． 从分区域层面看，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区域
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显著，而技术进步中介效应不显著。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值为
0. 198，总体中介效应值为 0. 518。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但技术进步效应
不显著，其中，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值为 1. 786，间接效应值为 9. 033，总体中介效应值为 5. 894。西
部地区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其中，技术进步中介效应值为 0. 597，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值为
0. 507，总体中介效应值为 2. 041。

3． 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看，开放程度、地区基础设施状况、地区技术市场活跃程度是促进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未来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应加大开放力度、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技术
市场活跃度，以进一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二) 政策建议

当前，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能源利用效率低仍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外部要素。
如何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齐头并进”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制定 OFDI 相关政策时
需关注的重要问题。结合研究结论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提出以下针对性政策建议:

1． 加大 OFDI输出量，充分发挥 OFDI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
正向效应。当前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面临严峻考验: 一方面，国内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强
调保速增效、绿色发展，有效破解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包袱过重; 另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以环
境保护的名义，不断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施压，以打压中国经济，抑制中国的崛起。面对复杂的国内
外局势，中国政府应清醒意识到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所积累的巨额“生态债务”，在工业化中
后期阶段不宜以牺牲环境换增长。应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完善 OFDI 相关政策，通过适宜
的 OFDI提高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化解生态危机，实现生态保护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2． 研判区域差异，制定适合本区域的 OFDI策略，持续推动本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中国
疆域较大，加之受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产业结构、政策导向等因素影响，导致东、中、西部存在明显区
域差异。东部地区较早参与国际竞争，能够快速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且产业更新换代快，
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占 GDP比重已超过工业，能够较为迅速响应消费者对环保、绿色产品的需求，
应偏重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中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相对较好，中度和重度污染行业
占比重较大，应偏重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工业基础薄弱，对国家优惠
政策依赖度大，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将存在一定难度。政府在制定 OFDI 政策时，应充分考
虑区域差异，在保持和促进本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要防止该地区的环境污染恶化。

3． 优化和完善产业结构，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回归结果及中介效应的
测度看，OFDI经由产业结构优化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应充分挖掘和利用 OFDI 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的作用。通过勒令整改等强制性措施，淘汰高能耗的落后企业，重点调控中度和重度污染产
业，摒弃传统“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培育可持续、清洁的产业结构。OFDI 输出以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为导向，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从源头上解决环境污染与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协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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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of China's Outw ard Direct Investment to
Promot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A Test o f a Multiple Intermediary Model

TIAN Honggang，LIU Yali
( Business School，Jinan University，Jinan 250002，China)

Abstract:Whether China's OFDI plays a driving role in promotion of GTFP? Which path to drive and whether there is re-
gional heterogeneity need to be clarified? This paper first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OFDI promotes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roug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and then constructs an
intermediary model that includes two independent intermediaries． After that，it adopts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8 to
2016 to make empirical measurem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OFDI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GTFP throug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
ture optimization is less than tha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t the regional level，there is obviou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path of OFDI promoting GTFP．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OFDI improves GTFP mainly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direct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regions，the direct effect is greater than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in the central regions． OFDI in the western region promotes GTFP mainly through complete inter-medi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OFDI output should be increased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intermediary effect． Meanwhile，regional
differences should be accurately judged and policies should be adop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gions to optimize and perfec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OFDI; GTFP;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multiple intermediary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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